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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维明是海外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学者之一，其新儒学思想包含三个
方面内容：一是谋求“儒学创新”以实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二是促进“文明对话”以构建“文

化中国”；三是实现“公众型知识分子”和“学院型知识分子”的双向互动以推动儒学的现代化与

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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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维明是继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之后出现的
海外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最有力的学者之一。

“作为一位尚处于神思健旺、精力充沛时期的儒家

思想者，杜维明正奋进于学思践履的中途，他的完全

实现还属于遥远的未来。”［１］３４２所以，对杜维明学术

思想的总体评价还为时尚早。笔者在对杜维明学术

研究论著论文的研读中有所思考，现不揣浅陋以就

教于学术方家。

一、杜维明是谋求“儒学创新”、以实现“儒学的

第三期发展”为志业的新儒家学者

杜维明从１９６６年起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
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并把它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

诺。其中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如“传统与现代”、

“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

文明”、“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

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

等等，而所有这些论题的展开和论说又都是以谋求

“儒学创新”为其旨归的。“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

及全球化与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

第三期发展开拓理论和实践空间，是杜先生１９７８年
以来关注的焦点。”［２］《编序》２也就是说，谋求“儒学创

新”、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是杜维明至今须臾不

忘的学术追求。

杜维明致力于发掘儒学真精神的信念可谓执着

甚至痴迷，这种执着源于他对人类“轴心文明”最伟

大传统之一的儒家传统难以割舍的情怀。正因为如

此，有学者认为他意在实现“儒学复兴”，或者要让

儒学重新取得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正统或“独尊”

地位。平实而论，杜维明有过“儒学复兴”的期许，

也希望儒学能“保持主体或‘文法’的地位，而不会

仅成为一个‘词汇’”［３］，并同时一直坚持“儒学的第

三期发展”论说经年不改，因此受到某些学者较为

尖锐的批评。然而，杜维明与其他人对“儒学复兴”

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他甚至还明确否定过“儒学

复兴”的说法。他曾说：“我是不赞成使用‘儒学复

兴’这一提法的。‘儒学复兴’是一厢情愿的，没有

经过反思而且绝对不可能有真正创见的一种提法。

所谓复兴，就可能把有些没有彻底清理的糟粕复兴

出来，所以不能走‘儒学复兴’这条路。儒学要有第

三期的发展，一定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４］４３５

从杜维明对“儒学复兴”这种前后有别的态度，

从舍弃“儒学复兴”到认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

所倡导的“综合创新”说，可以看出杜维明的“儒学

复兴”实质是一种坚持文化多元、认可“综合创新”、

谋求“三派互动”的“儒学创新”，它体现了杜维明作

为新一代新儒家学者所具有的超越前辈儒家学者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如此看来，他对于“儒学第三期

发展”的前景，就“文法”而言难以有所作为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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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本意；然而其作为学术百花园中一家学派在未

来仍然大有用武之地还是可以预期的。

二、杜维明是促进“文明对话”、以构建“文化中

国”为宏愿的新儒家学者

杜维明自１９９６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以来，
同时开展了四个论域的研究：“文化中国”、“文明对

话”、“启蒙反思”与“儒学创新”。十多年来，以“文

明对话”构建“文化中国”，又以“文化中国”推动

“文明对话”，正是杜维明全力以赴、乐此不疲的宏

伟事业。尽管学术界对其理论观点与实现路径提出

不同甚至相反意见，但人们毫不怀疑他对于儒学事

业的努力与真诚。尽管这是一个至今尚未完成、有

待升华的重大课题，但我们仍然愿意乐观其成。

“文明对话”是在受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

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激发后而逐渐成为人

们日益关注的话题的。杜维明希望从这种中外（包

括非西方）文明的不断“对话”中找到一条中国知识

分子的精神归宿和中国儒家文化“创造转化”的实

现途径。杜维明对“文明对话”的思考在多维时空

的范围内展开，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西文明对

话以及中国和其他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对话等等。

“文明对话”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历史

性的话题。世界各国都应该力争促成这体现和平与

正义的对话，并从中汲取营养以充实和发展自己。

在“对话”和“冲突”之间，我们既不可因为西方强势

文明而丧失民族的主体性、甘做文化的“亡国奴”，

也不可因此封闭自己游离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大潮之

外，而应积极地投身于文化的全球化运动中。参与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对话，是儒学务必要做好的

大文章，要立足于树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以更健康

的心态和更开放的眼光豪迈地走向中国文化的复兴

之路，从而“建构和确立具有本位文化传统与民族

特色、突破现代西方文明模式的、非西方化的现代文

明形态”［５］。

儒学要参与“文明对话”就需要解决在多元化

背景下如何发展的问题，为此，杜维明提出了“文化

中国”论说。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实现两岸沟
通的初衷有所不同，杜维明立足于对中国文化向何

处去的高度关切，并且超越特殊地域、国籍、种族和

语言，提出由象征符号建构起只有普遍价值的意义

世界，即“三个意义世界”。杜维明“三个意义世界”

的用意在于表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可以超越地域而

存在且发生影响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它是要“相对

‘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言，在以权力和金钱为

议论主题的话语之外，开创一个落实日常生活而又

能展现艺术美感、道德关切、宗教情操的公众领

域”［４］４２７，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这个概念进行

反思，去探讨如何再铸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及

其何去何从的大问题。

构建“文化中国”，使精神资源由薄到厚、价值

领域由少到多，如此才能为“文明对话”提供更多的

资源和价值；而参与包括传统与现代、中西文明以及

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对话”则是“文

化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多元多样的文化资源得以

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根本途径。

既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

突论”因为没有摆脱西方（特别是美国）霸权思维的

窠臼而遭人质疑和摒弃，一种“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便成为可能。促进“文明对话”、构建“文化中国”正

是“轴心时代”文明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两股既

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的潮流而务必做出的当然选

择。“轴心时代”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提出的。他认为，在公元前５００年左右的
时期内，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几乎同时出现

了伟大的思想家，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

并且直至今天“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

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

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

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

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

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６］那么，在经济全球

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当今世界各种

文化的迅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两千年

前“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这种“新的飞跃”体

现在它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由

此，有理由相信，一个文化多元并存、互动发展的

“新轴心时代”将会出现。

杜维明对儒家在“新轴心时代”中的重要价值

和可能贡献充满信心，他认为“儒家所体现的具有

涵盖性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可以提供给全球社群

的丰富资源”。“在多元宗教的现实中，儒家‘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以及

‘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不可或

缺的基本原则”［７］。因此，在“新轴心时代”中儒家

文化不仅不应缺席，而且还要在文明对话中对西方

文明所提出的挑战做出创建性的回应，为世界文明

的发展贡献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

三、杜维明是实现“公众型”和“学院型”知识分

子双向互动的新儒家学者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重要代表，杜维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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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志业。为此，他多年来

不知疲倦地为推动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不停地鼓

与呼，而支撑他的重要精神动力就在于其始终保持

着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执着。杜维明认

为，“公众知识分子”就是“关心政治、参与社会而且

对文化有抱负、有敏感的一些专业人士。这些人士

用国内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有人文关怀的人士。他

可以体现广义的人文精神”［４］５１９。郭齐勇指出，杜维

明就是这样一位“集学术研究、培育学生、人文关

怀、社会参与于一身”的“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

儒家型的公众知识分子”［２］１。

杜维明不仅是一个公认的“公众知识分子”，而

且还对“公众知识分子”论说给予密切关注。这种

关注源自他对于“文化中国”整体架构的运思，他对

“公众知识分子”论题的切实关注和谈锋所致触及

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责任和历史使命等十分现

实和紧迫的问题。杜维明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

（士）的身上发掘到一种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非常相近的品格———“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公

众知识分子”概念也正是从“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

的命题来理解和把握的。他说，这些具有“群体批

判的自我意识”的公众知识分子都应该是“关心政

治、参与社会而且对文化有抱负、有敏感”的具有

“人文关怀”品质的知识分子。“‘文化中国’的公众

知识分子仅是一种社会角色，虽说具有各种不同的

职业，但都有着要为‘文化中国’提供更丰富价值领

域和更多精神资源的共同目的。未来‘文化中国’

的构建的落脚点应该是在‘文化’上，而这种‘文化’

的精髓就内在地包含着‘公众知识分子’的‘群体批

判的自我意识’，离开后者，前者将失去灵魂而不能

自存。”［８］由此看来，杜维明正是这样一个“公众知

识分子”，多年来以一种出世的情怀来担当入世的

事业，所有这些从他在“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以

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等诸多论域的“脑力震荡”和

“学术漫步”之中得到有力的佐证。

但“杜维明又注定是一个学院知识分子，他对

富于思想性的学术工作具有真诚的执著。”［１］２９１作

为国内较为深入研究杜维明学术思想的学者，胡治

洪对此所作的判断在于其对杜维明学术理路和进境

的一种动态把握。他进而强调：“杜维明落实其儒

学第三期发展的中心关怀的具体途径一定是作为公

众知识分子和作为学院知识分子的辩证互动。”［１］２９０

反观杜维明学术耕耘的初期阶段，曾经有过对于

“学术自我”的执著追求。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杜

维明就说过：“如果在学术文化上建立自我确是现

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么中国文化的

研究在国际学坛上所占据的地位以及中国学人在世

界学术界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每一位现代中国知

识分子所关切的问题。”［２］２６不仅如此，他还要求人

们“回到书房，回到教室，回到学术界，作一番潜沉

内敛的真功夫”［２］１６，并进而发出“知我者言我心忧，

不知者谓我何求”的无限感慨。所以说，杜维明对

思想性学术工作的感情是笃厚而真诚的。他曾表示

从体系完备的熊十力、牟宗三一系所受的思想震撼

力最大，而不接受“儒家本体论的默认”的说法，并

且信誓旦旦地表示：“本体论的创造工作至今尚未

做出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要

做，而且这个工作现在很严峻。如果我们这一代人

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么即使下代人还可以做，这

中间也还是个残缺。……在我的有生之年，这个工

作会做，但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很难预期。我认识到

这个工作的严峻性、重要性，非做不可！”［１］２９１

由此可见，杜维明“注定地”既是“公众知识分

子”又是“学院知识分子”。所以，他自然要在这两

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以及“挖掘、发散”和“建构、凝

敛”之中继续前行。正是在这两者辩证前行中，杜

维明将逐步展现其“儒家的首重思想的学院型公众

知识分子”［１］２９１的形象，而他所期许的“儒学第三期

发展”也将会在“新轴心时代”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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